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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五四前后� 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 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

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 � 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 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

传统价值。因此, 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 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

民族自卑,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 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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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强势的西方文化致使整

个中国都被卷入到�西化�大潮中。不容人们否认,

西风东渐后在中国社会和心理层面引起的巨大变

化,中国渐次融入世界并开始了现代化的追求。然

而,在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者看来, 更应该引起注

意的是列强的侵略本质。尤在�辛丑条约�后列强

对华策略由炮舰转而诉诸文化,置中国于与当年德

意志同样的民族文化灭亡危机之中。他们认为,之

于一个民族、国家, 文化的危机也许是更本质更深

刻的危机, 国家形式的消亡也许并不意味民族灭

亡,但如果文化一旦澌灭, 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立

命根基,那民族就将真正走向灭亡。所以, 中华民

族文化的生存和进步,实质上关乎民族国家的存续

和发展。基于这样的逻辑体认,以本民族的文化抗

拒外来文化,在当时一批文化主义者看来, 既是符

合时代的要求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此文化民

族主义,作为一种近代民族意识的自觉表达, 甚至

被赋予了�继往开来� 的神圣光辉。而且, 这样一

种文化自觉到 20世纪上半期又有了新的内容。

赫尔德当年曾痛心于德意志因长期模仿追随

外国文化而丢弃原始纯正的民族特性,造成民族精

神和特性的严重毁灭, 德意志因之缺乏共同的利

益、精神和文化而四分五裂。为此他强调必须保持

和发展德意志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培育德意志民

族的禀赋,构建优秀的民族文化, 结束民族分裂, 实

现国家统一。基于同样的寄意, 五四前后以杜亚

泉、钱智修、陈嘉异(以�东方杂志�为中心)、梁启

超、张君劢(玄学派)、章士钊(甲寅派)、梁漱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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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乡村建设派)、吴宓、梅光迪、胡先马肃(学衡派)

等为代表,为维护中华民族特质, 保持和发展民族

精神,以不致在强大的西潮冲击下丧失民族最根本

的命脉和立国之本, 要求在文化建设的路向上坚持

本位立场,肯定民族文化的固有价值, 以复兴中国

文化来解决民族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挽救民族

危机。这批知识分子被称为�东方文化派�。[ 1]

在反击�西潮�和探寻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过

程中,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就中西文化性

质、关系和民族文化前途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

在论争中,在东西文化的优劣异同、新旧思想调和

直至中国文化出路这一本质问题上,东方文化派显

示出在面对20世纪初民族和文化危机时的民族主

义抉择:能够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问题, 挽救

民族国家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

一、�东方文明优于西洋文明�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刊发�东西民

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 提问东西民族文化的异

同优劣。在比较东西两民族之后, 陈氏赞扬西洋的

民族品性有利于推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却批评

东洋民族之缺弱: �尚安息、恶斗死�, �多外饰厚情,

内恒愤忌, 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受之者习为贪惰,

自促其生以弱其群�,指谓中国民族虽有�爱平和尚

安息雍容文雅�之品性, 但在竞争生存世界这一禀

赋却是�劣等�的。因此陈氏自省中国�具如斯卑劣

无耻之根性, 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

愧�,
[ 2]
故�欲图根本之救亡, 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

之改善�。[ 3]
此论一出,即激起维护民族传统知识分

子的强烈愤怒, 反击纷起。1916年 10月,杜亚泉在

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上以�伧父�的笔名发表�静的

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与陈氏针锋相对。

杜亚泉指出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 而非程度

之差�。西洋人重人为,中国人重自然; 西洋人生活

外向,中国人生活内向;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

无团体;西洋社会重胜利轻道德, 中国社会重道德

轻胜利;西洋社会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社

会和平为常态, 战争为变态。凡此种种, �皆为竞争

存在与自然存在两观念差异之结果�。这导致�西

洋社会为动的社会, 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

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 发生静的文明�。

两种文明各具特色。但是杜亚泉认为, 中国所羡慕

的西洋文明, 虽令人�目眩神迷, 欲置身其中以为

乐�, 其实这只是西洋文明的表面, 殊不知�彼都人
士方疾首蹙额,焦心苦虑,于子矛我盾之中,作出生

入死之计乎�。因此�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

洋文明之弊, 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 浓郁

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 腴美如肉, 吾

国文明, 粗粝如蔬, 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

蔬疗之也�。[ 4]

1917年至 1918年,杜亚泉又先后发表�战后东

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钱智修也

以�功利主义与学术�等文章跟进,宣扬中国文化的

优长。杜亚泉以物质与精神两分文明,指出�西洋

人于物质上虽获成功 ��而其精神上之烦闷殊

甚�, �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入混乱矛

盾之中, 而亟亟有待于救济�。因此,中国人希望借

助于西洋文明来救济中国,无异于�问道于盲�。中

国�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 而当希望

于己国固有之文明�。中国文明的特长, �即在于统

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何之摧毁,已示人以文

明统整之可以成功�。所以, 救济之道,在于�统整

吾固有之文明, 其本有体系者则明了之, 其间有错

出者则修整之�。杜亚泉对中国文明充满信心, 认

为如果能够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那么不仅中

国得将救济, 而且�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 5]

杜氏等人的论旨再明确不过。正因为东西文

明各具特色, 故不能以西方文明作为标尺以衡度中

国文明并进而否定中国文明。中国人应坚定民族

文化自信, 不仅用以挽救自己, 而且要用它来平静

惶惶不安之西方精神世界。

二、�调和新旧�与�融合中西�

�中国文化的改造不仅是如何对内完成自身发

展的问题,同时还必须是对外怎样与整个世界文化

� � � 主 要 是 西 方 文 化 � � � 求 配 合 的 问

题�。[6] ( P411- 412)
在如何对待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

问题上, 东方文化派并非一味固守传统。他们也在

思虑民族文化如何改造的问题,并将拯救中国社会

的希望, 寄托于�固有文明的调整�上。

杜亚泉主张融合中西、调和新旧。他认为近代

以来的中国, 不仅国体政体需发生改变,而且道德、

文学、宗教、社会风习和家族制度亦应发生变革。

然而, �吾国现在文明之不足恃,已为不可逃避之事

实�,故应取西方现代文明�以补吾所未备�。这是
中国�过渡时代所不能免�。但在这一过程中,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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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思想深处却又有着一层深深的担忧。这种忧虑

源自于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并非根据本国实际

和满足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 而是盲目的照搬照

抄。正如他说: �所谓精神文明者, 类由摹仿袭取而

来,非己身所产出,而又无推测抉择之力,贯通融汇

之方,调剂之以求体合。假邻人之衣冠, 不审其修

短广狭,贸然被之于吾身。故貌合神离、削足适履

之诮,常所不免�。杜氏此言确乎切中了当时中国
在仿效西方中的一个通病。他说: �一国有一国之

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

吾之所短, 可也; 乞他人所余, 而乞吾之所有, 不可

也。而吾社会输入之文明, 则与旧时之国性, 居于

冲突之地位, 绝不融合。乃欲持此摹仿袭取而来,

无国性以系乎其后者,以与世界相见, 是犹披假贷

之冠服,以傲其所借之物主, 其不贻笑者几何? 不

徒贻笑已也,恐将被引而与之同化, 此亦当预为顾

虑者也�。所以合理的态度应该是, �采世界文明之

所同,而去其一二端之所独,复以吾国性之所独,融

合乎世界之所同�,
[ 7]
这样才是�新旧过渡时代谋应

付之方策也�。[ 8]
同时在杜亚泉看来,中国文化的困

境, 并非是新文化的输入, 而是不能调和旧文化。

所以中国文化建设之要务,在调和新旧,去其畛畦,

祛其捍格, 以陶铸现代中国新文化。
[ 7] �至于今日,

两社会之交通, 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

调和,为势所必至�。[4]

章士钊亦于 1919年9月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作

演讲时再次阐述了这一调和之论。他说:新旧连绵

相承,并无明显分界。世间万物, 不论进化到何种

阶段,乃�新旧杂糅�而成, 此即为�调和�。�调和
者,社会进化至精义也�。故�今日之为青年者,无

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

而已�。�凡欲前进, 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 根基

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

�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欧洲之所应为�必当�一

面开新,一面复旧�。对历代相传的传统道德, �有

宜于古时者,有宜于今时者,吾人固不可以其曾宜

于古时,因执成见,亦断其宜于今时;亦不可以其不

宜于今时,遂并其所含宜于古、今时之通性而亦抛

弃之。夫道德有宜于西洋者, 有宜于吾国者, 吾人

固不可以其宜于西洋,因深闭固拒, 以为必不宜于

吾国;亦不可以其宜于西洋,因偏于欧化,以为必不

可行于吾国�。[ 9]
同年 11月, 陈嘉异撰文对章士钊

等的�调和论�表示支持。他从事物区别的相对性

来论证新旧事物之间的�自然调和�: �社会最后之

进步,必达于所谓放射阶段, 一方面吸收社会外界

之事物使之同化, 一方面即以同化者放射于外界。

前者谓之�社会化力� ,后者谓之�社会抵力� 。社会

之进化即赖有此二力,互相张翕以为衡�。[ 10]

中西文化的调和之论不能为张东荪、蒋梦麟、

陈独秀等新型知识分子所容忍。张东荪指出调和

论的危险在于它将正处于潜变中的思想�一经调

和,那末成熟的新思想便消灭了�, 自然�改造的动

因�也就消灭了。[ 11]
蒋梦麟认为新陈代谢乃事物进

化的必然道路,新旧之间目的相反,手段各异,因而

不可调和。
[ 12]
而陈独秀则说,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

无明显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

自然现象,不是思想维护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

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

用�, �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时代划分�, �各
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 也不能用时代划

分�。这种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 �乃是因为人类社

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

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 13]

三、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前途

随着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国人的民

族意识也有了新的内容, 文化民族主义经过了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的�艰难抗争�后,其基本态

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 1] ( P138)

1914 � 1918年的欧战

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战争本身暴露了西方文明的

种种弊病。这不仅使多年来对西方充满神往的东

方民族大失所望,而且也让一向狂傲的西方世界对

�西方文化之未来�变得�黯淡悲观与深切疑虑�,

�欧洲之为主宰�的乐观与自信, 从�某些方面而

言�,永远走向了结束。
[ 14] (P88)

就在战争结束前夕, 斯宾格勒 ( Oswald Spen-

gler)在其刚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中宣称, 西方技术

主义的过分膨胀将直接导致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及

其文化衰落, 并满怀忧郁地断言西方文化已经走到

了尽头。此言一出,全欧震动。斯氏之论的确惊世

骇俗,可以看出大战给西方社会的心理世界蒙上了

较长时间内都难以走出的巨大阴影,并产生了对自

身文化的失望和怀疑。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文化

背景下,一些西方社会的智识精英,将挽救西方社

会的希望寄予了充满智慧的东方,期以东方文化来

安抚欧战后的惶惶不安和焦虑疲惫。�战争宣布了
西方文化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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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 15] ( P459)
罗素也

曾表达他对中国人道德生活的褒扬和向往: � 生活

在这种道德生活中的中国人, 自然比生活在基督教

传统里的西方人幸福得多�。[ 16] ( P1- 10)
在中国能够找

到�智慧、美丽的人生乐趣�,这比�忙乱和纷扰的西

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 他希望中国能够给西方

�一点他们的宽大的容忍和沉思的与恬静的心

境�。[ 16] ( P23- 24)
斯宾格勒还从文化形态学的意义上

指出, 世界文化发展的图式是多元的, 各种文化在

价值上是等值的, 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有各自的独

特性。�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性

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 也有自己的死亡。

��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每一文化既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形式,所以世

上并不只有一种雕塑、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动

物学,而是有许多种。每一种的真纯之处, 皆迥异

于其他;每一种皆局限于其文化的持续期中, 而且

自给自足�。[ 17] ( P39)

西方思想界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毋宁鼓舞了中

国民族文化守护者的激情和斗志, 在进一步增强民

族文化自信的同时, 他们也获得了一种对本民族文

化的新觉悟。1918年底,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赴欧

考察,战后欧洲的残破令梁等人大失所望,之余,乃

开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的问题。在�欧游心影录�

中, 梁启超展现了这一心路的历程。梁氏认为,在

西方因为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人的人生观完全为

机械的原则与物质欲望所统治, 道德权威被推到,

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整个欧洲因此而陷入绝望。而

中国人现时所谓的�新思想�, 其实在欧洲�许多已
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 即使泰西思想界,

亦依然在浑沌迷惑中寻觅人生的曙光。�欧洲人作

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 但现在却声称科学破产

了,因此近来西洋许多学者,都想输入东方文明来

调剂他们。对此梁启超自信地说: �我们实在有这

个资格�。因为西洋文明往往将理想实际分为两

截,唯心唯物各走极端,以致出现今日弊端,而中国

传统文化如孔、老、墨诸家则皆主� 理想与实用一
致�,正好补西洋文化之不足。

[ 18] ( P724, 730)
由此, 梁氏

认定救治现代人精神危机的良方只能是东方文化。

�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 西方的学问, 以物

质为出发点�, �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

饥荒, 在东方找材料�。[ 18] ( P819)
进而梁氏认为中国的

青年, 应该认识并热爱和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担

负世界文明重建的责任。他充满自豪地鼓励中国

的青年人: �文明可爱的青年啊,立正, 开步走! 大

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 哀

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 18] ( P733)
梁启

超这份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救世的期待,因其在中

国思想界的地位而造成极大影响,一时中国思想文

化界兴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潮流。

如果说梁启超的言说是在�破�的意义上动摇

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权威,那梁漱溟则是

从�立�的方面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就在梁

启超�欧游心影录�发表的那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

等地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论题发表了多次

演讲,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命题。他将这些
演讲稿结集出版, 有人称这是� 自新知识分子对儒

学与东方文化发起挑战以来�的�系统而有力的捍

卫�, [15] ( P460)
为东方文化派的�奠基之作�。[ 1] ( P147) �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 也意味着现代新儒家的

开创。梁漱溟将民族� 生活的样法�分为中、西、印

三类。认为目前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

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适于当前世界的情势,才能解

决西方人的问题,因此西方文化改换的方向只能是

�中国的路子�。[ 19] ( P662- 663)
梁漱溟由此进一步判定,

中国文化路向不仅为中国民族自救的根本, 而且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20]

东方文化派对民族文化前途的思考,也体现在

对以�西化�为取向的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上。他们

指责醉心西化者,疏离了民族传统而变成欧洲或西

方文化中心主义者,认为西化并不能够将中国导向

一个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反会致民族迷失自身。

因为第一,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发展的规律。一

个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不能离开文明的历史传承,

尤在中国, 民族文化传统极其深厚,中国的进步和

发展应该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遵循自己的进路和

规律。如果将西化作为中国民族强盛的唯一选择,

则明显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约化,结果终不能达到

民族强盛的目标。学衡派的梅光迪就深刻地意识

到这个问题, 他说: �吾国数千年来�,已拥有灿烂伟

大的文化, �生民之才智魄力,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

时之遭遇,国人所当鼓舞庆幸者也�。因此中国民

族文化�必有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 若取

�他人文化以代之�, 则�事至简也�。[ 21]
第二, 当前

国际局势和思想界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所形成

的思维惯势使人们认定只有效法西方方能致富致

强。但欧战的事实无疑使人们对这一已成定势的

思维产生了怀疑。同时,西方的一批知识巨匠如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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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杜威、杜里舒、柏格森等人将目光转向东方,发

掘东方文明的历史与智慧以期补救西方则从另一

面加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第三,中国西化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

进程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

及至辛亥革命都不仅未能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相

反, 民族国家危机日趋加剧, 意义世界更为混乱。

所以在东方文化派看来,中国民族的出路, 并非在

于是否�西化�及其程度如何, 而应立足于民族新文

化的创造,完成�中国文化的复兴。�

四、认识和评价

�复兴中国文化以振兴中国�, 这是近代中西文

化问题发生以来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

认识的历史性转折。�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西

文化问题发轫以来, 国人或主学习西方, 或反对学

习西方,或主中西调和, 总之其所关注与论争的焦

点,主要在�要不要学习西方� 以及�如何学习西方�

这两个层面上展开, 而对输出中国文化解救西方的

问题,则基本上未涉及。就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全

过程考察,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无疑大大开拓了国

人认识中西文化的思维空间, 表现了东方文化派诸

人丰富的想象力。它的提出也鲜明地凸现了五四

前后国人民族文化情绪的高涨。� [ 1] (P192)
陈嘉异在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说, �东方文化�实含

�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与之新生命�义

蕴,振兴东方文化, 即在于存中国, �进而存人类所

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他指出, 东方文化是民族

精神所表现的结晶,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传承因袭,

�为独立的创造的�; �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

的优越性�; � (单就中国言)有调节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根柢,最能运用

发展者,夫一民族之成立�; �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

界主义之优越性�。其道德�实世界道德、人类道

德, 而非仅国家道德。故将来之世界文化, 必为吾

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 则可断言�。他敬

告国人, �吾民族之可宝贵者, 乃此所以形成东方文

化之精神�。[ 22]
陈氏对民族文化虽言极溢美, 但不

可否认其所标示的文化认识上的转变, 以及其中所

充盈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对民族自尊自信恢复的积

极意义。

不过,尽管东方文化派在五四前后的几次论战

中,一再证明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越和可适, 甚至将

中国文化功能超拔到拯救世界的高度,并在全国的

思想文化界造成一定影响,尽管欧战后西方思想界

的文化转向也在客观上给东方文化派立论以理据

支持,但从总体上看, 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导源于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社会, 当世界正向现代化行进,

中国社会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中时,中国的政治经济

和思想文化就有必要进行根本性地调整。相较之

下,新文化的主张显然更能把握时代主脉的节律,

切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需求。实际上,新文化倡

导者亦取得了中西文化论战的胜利,促进了国人从

观念世界到行动领域的转变,主动迎受西方先进的

工业文明。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新文化倡导者在

引进西方文化和批判传统时,却走向了独断的绝对

主义和全能主义, 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缺乏一

个科学的理性的态度,看不到民族文化在不同时空

间中的特殊性、多元性。以致在对所要迎受的西方

文化缺乏深度思辩的同时,忽视了传统文化在社会

转型中的历史延续性和创造性转化后的生机。因

而不可避免地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形式主义,在理

论上留下缺陷, 在实践上偏向激进,既为当时东方

文化派所批评, 也给后来留下了修正和补充的任

务。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东方文化派的文化

建设的总体思路未能契合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

主潮,甚至因其趋于现代化的反动而大可指责, 但

实际上, 我们仍能发现他们并非是要无条件地保存

一切民族传统,而是欲�通过回到民族的创造性的
生命原则。重建统一民族的不同方面 � � � 传统和

现代,农业和工业,科学和宗教�,欲从自身文化体

系中,发掘能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东西, 为中国找

一个 � 立国的精神根基和民族的内 在生命

力�。[ 23] ( P172)
(不仅东方文化派, 后来的现代新儒家

亦是如此)所以,换个角度看,东方文化派批判西化

主义、高扬民族文化精神, 其实也是在推进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是故,不能因东方文化派流露出的传

统文化情结而就简单地将其视为封建文化残余, 更

不能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毕竟,每一个民族

都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生长、发展,都有自己的

优长、禀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任何一种民族文化

都不可能宣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可以作为一种绝对

价值尺度去衡判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决定一个民

族文化存与灭的命运。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

后发展国家, 无论当前的政治经济是如何的现代

化, 都可从中发现它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印痕。所

以它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民族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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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联系,抛开自身的历史文化, 而应根据自己民

族和文化的特点来确定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

历史地看, 自鸦片战争以来 110年间,中国的

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最先起于对外部世界被动应

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亦起于对异族文明

(西方现代性)冲击的一种回应。这种被动而起的

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义,从根

本上说是中国文化主义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和民

族自尊的外化, 因而具有了强烈的民族自卫和民族

反抗色彩。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来考察,五四前

后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随中

国民族情绪高涨而向更高层次发展,其视野已经超

越前辈对中国文化的关注, 触及到西方文化的深

层,甚至将世界和整个人类的现实及未来命运置于

审视的范围, 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

族,进而拯救西方和整个人类。尽管这些�高调�带

有浓厚的民族自骄, 终不免落于虚妄和荒谬, 但是,

这在欧战结束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世界,的确反映

了国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增强,表征国人克服

民族自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由被动的回应已经转

向主动的吸纳和改造。笔者以为, 在积极的意义

上,有几个方面应该给予肯定:

第一,一个民族的历史、政教、习俗和经验共同

作用,化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自有

其时空基础。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一民族的

基本特征和品格,并以此区别�他者�和建构自我认
同。正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才使中国成为中国,中国

人成为中国人。

第二, 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但也应随时代变化而有创造性转化。

第三, 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取

相对主义的态度,取长补短、融合新旧, 绝对的全盘

西化不可能导向中国问题的解决。因此,对新文化

运动中绝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评, 有其合理性,

文化民族主义温和缓进的态度和主张, 在一定程度

上是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和狂躁的补正。

第四, 置中国文化于世界的广阔视野中设论,

目标又回到中国民族的强盛, 这即为本身设定了一

个民族主义的立场, 肯定中西文化的优长互补,在

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模式和社会

结构、文化价值应该有相应的变革。这体现出国人

的现代自觉和融合世界的开放性。
[ 24]

20世纪初整个国际的局势和思潮, 国内腐败

的政治、衰敝的社会和颓丧的人心, 中国西化令人

失望的事实等,构成东方文化派发生的深刻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背景,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以中国传

统文化挽救民族精神危机甚至拯救世界的必要性。

但应该注意,在历史与文化的方向上,东方文化派

的观念体系,总体上悖逆了 20世纪初中国应该选

择的现代化主潮,对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消极影

响显而易见。

首先,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本身持续的内在紧张

无法克服。如杜亚泉、陈嘉异等关于�新旧调和�和

�中西融合�的理解, 在理论上充满矛盾, 在实践上

则不具可操作性。
[ 25]

其次,在进行理论建设时的主观偏向和非理性

的文化自大。�欧战后国际间所需之正义、人道、和

平等等之大同理想, 与夫一国内所需之互助、政权

缩小��实为吾国传统的文化之结晶。而自全人
类全文化之总流以观, 我实无异为此总流开其管

钥�。[26]
这种文化自大有导向民族自闭的可能结

果。近代以来的中国,也确实出现了诸如辜鸿铭般

极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因其对传统文化的顽

固保守而被今天的许多学者斥为 � 铁杆顽固

派�。[ 27] ( P74)
辜氏认为, 战后西方社会面临着空前的

文明难题, 但在中国, 西方人将会找到解决难题的

钥匙,因为�正是在中国, 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

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的财富。这笔财富,

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

建新文明的奥秘�。所以, 应当从文化上将西方人

变成中国人, 西方文明应当同化于中国文明, �将欧

美人变作不需要教士和兵警便能就身秩序的真正

的中国人�,世界就能摆脱沉重的负担。实际上, 辜

氏已经走上了自闭的文化立场。
[ 28] (P25- 26)

第三,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东方文化派批评

新文化倡导者的急躁、简单、绝对主义和形式主义,

但他们自身却又不自觉地滑入同一误区,其观念中

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偏执和片面,在选择表达对中国

文明的深厚情感和执著的文化使命感时,往往表现

出主观、武断的思想态度,背离历史与实际,简单地

以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来衡判中西文化的特色、将欧

战的灾难归咎于西方科学和物质的原因,否认西方

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夸大中国文化的功能等等。

从而缺乏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等儒家文化体系以

必要的反思和批判, 相反地, 赋予自身以独特的历

史使命, 不切实际地以为复兴民族文化能够拯救民

族国家, 甚至还隐含有拯救世界的理想,表现出�华

夏中心主义�的危险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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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Maintenance and Adherence: the Nationalism Thought of the

Oriental Culture Clique

JI A-i mi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 J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The Orient Culture Clique during the May 4th should be commentated in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and cultural double crisis in 1920s, the Orient Culture Clique consid-

ered none but Chines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saving the nation. Therefore, they claimed to build strong nation

by reconstructing na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gic reflects a sort of Chinese spirit to get over nat ional self

abasement, strengthen national sel-f confidence and nat ional solida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Orient Culture Clique pos-

sessed obvious parochial character.

Key words: the Orient Culture Clique;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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